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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业平台应具备何种认知以及如何影响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是孵化资源利用率提升的关键。基于认

知领域警觉理论，研究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创新型和模仿型)的影响，以及意义给赋(直接和间

接给赋方式)的多重中介效应。以入驻创业平台的在孵企业为调研样本，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

现：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和模仿型机会开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意义给赋中的直接和间接给赋在

二者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直接和间接给赋的中介效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对于创业平台明确组织角

色、优化服务，进而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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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赋予了新内涵，创业平台从创业服务者转变为创新创业创造新动能

的培育者，是引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带动就业的关键制度工具。但长久以来，创业平台面临孵化资

源利用效率低的窘境[1-2],“有店无客”、成员活动参与度低、“数桌子”收租等资源闲置问题屡见不鲜，即使是良性运营的创业

平台也面临资源错配、供需张力等问题，从而导致投入—产出比例失衡的窘境[3-4]。因此，如何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成为创业平

台提质增效的关键问题。 

现有研究大多基于创业平台与在孵企业二元框架，探索资源能力观下的创业平台控制力[5]、网络特征[6]等，以及行为视角下

的联合价值创造[7]、孵化互动[8]等，而基于认知层面的研究鲜见[2,9]。对于因二元主体资源价值认知异质性引发的低孵化资源利用

率问题探索不足，无法揭示行为背后的深层次认知要因。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认知偏差对在孵企业创业的不利影响，发现在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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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孵化过程中往往存在盲目评估资源价值等认知偏差[10-11],容易导致资源价值耗散，并提出通过积极辅导、强制参与等方式

降低负面影响[2,4],但未探索创业平台认知的积极影响以及干预方式的异质性作用。因此，创业平台应具备何种认知以及如何影响

在孵企业，成为现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基于认知领域警觉理论，引入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构建创业平台与在孵企业二元框架，发现创业平台通过资源警觉

影响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同时，引入信息加工理论，将意义给赋视为创业平台传递资源价值并影响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的关键路

径，探索意义给赋的多重中介效应。本文结论能够丰富创业平台现有研究，拓展警觉理论适应范畴，对于创业平台明确组织角

色、优化服务和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具有指导意义。 

1 研究述评与相关假设 

1.1 研究述评 

(1)创业平台资源警觉。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是指快速感知、识别资源及其价值的能力和相应的积极行为。学界最早关注机会警觉[12-13],后来逐渐认识

到资源在机会开发中的积极作用[14-15],并提出资源警觉这一构念。胡洪浩和王重鸣[16]提出，创业者资源警觉是指发现可用资源及

其与机会匹配的一系列行为；郭会斌[17]将其延伸到企业范畴，研究“中华老字号”企业资源警觉，并将其定义为对机会-资源的

关注及后续行为。借鉴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在创业平台情境下在孵企业识别创业机会，创业平台提供资源支持，因而资源警

觉的主体不再局限于在孵企业。但现有研究对于创业平台如何将警觉到的资源价值传递给在孵企业，进而促进机会开发的问题

关注较少。 

(2)创业平台意义给赋。 

创业平台意义给赋是指将自身对资源价值的认知传递给在孵企业，以引导其对资源的识别与判断，并促进资源获取的一系

列行为。最早研究大多集中于组织层面，强调管理者向员工传递认知并获得支持的过程[18-19],随后逐渐延伸至组织间关系[20-21],不

同于组织层面强调共识与一致性，在松散耦合网络组织中意义给赋表现为一种影响力。现阶段研究重点分析组织内意义给赋方

式，发现话语[22]、参与[23]和沟通过程[24]的积极作用，但未探索组织间关系。创业平台中主体多元化，相互间关系复杂，需要结

合情境作进一步分析。张力[8]对孵化互动方式进行总结，提出面对面咨询和网络孵化两种类型，其中，面对面咨询主要是指与创

业平台经理等沟通，而网络孵化是指通过网络编配促进成员互动
[25]

,完成意义给赋。为此，本文将创业平台意义给赋方式划分为

直接给赋和间接给赋。其中，直接给赋是指通过经理人等面对面沟通的过程，间接给赋是指通过网络编配促进成员之间交流与

协作的过程。 

(3)在孵企业机会开发。 

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是指在整合自身及入驻创业平台资源的基础上，对源于商业机会的产品、服务进行全方位生产和运营，

满足现有市场需求以谋求企业生存。Shane & Venkataraman[26]最早开始机会开发研究，随后，机会开发研究成为创业研究的重

点。创业孵化本质上是在孵企业在创业平台的支持下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创业机会的过程。机会开发类型决定在孵企业的资源

需求，创业平台只有快速匹配资源才能有效推动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借鉴刘佳和李新春[27]的研究，本文将机会开发划分为创新

型机会开发和模仿型机会开发。创新型机会开发是指通过探索新技术、研制新产品等方式创造新市场，以满足顾客需求；模仿

型机会开发是指通过改进现有产品、技术，拓展产品功能和提升市场吸引力，深度发掘现有市场需求。现有研究大多关注资源

能力层面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的影响[6,28],尚未对认知领域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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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假设 

(1)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 

创新型和模仿型机会开发都离不开创业平台的资源支持，但难点在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要求创业平台具备资源扫描搜

索和资源价值洞察能力，即通过联接联想、评估判断，降低因认知偏差引发的知识编码与解码低效对资源价值识别的消极影响。 

创新型机会是一种新的“目的—手段”关系，需要利用新的资源要素或资源组合方式[5]对其进行开发，这对在孵企业资源获

取能力提出了挑战。高资源警觉的创业平台能将自身置身于广泛的资源流中，善于识别资源及其隐匿价值，能够帮助在孵企业

识别有待开发的资源价值，提升在孵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推动在孵企业建立新的“目的—手段”关系。 

模仿型机会与市场中企业运作差异较小，可以通过学习促进机会开发[27]。创业平台在长期孵化服务中积累的与现有企业运

作相关的经验、专业知识及网络资源，正好满足模仿型机会开发需求。创业平台资源警觉越高，表征积累的相关经验与知识资

源越多，就越有利于模仿型机会开发。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H1b: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2)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意义给赋。 

在较高的环境动态性与不确定性背景下，创业平台需要担负起资源配置的重任，只有对资源保持高度警觉才能充分配置资

源并使其效用最大化。Valliere[29]提出警觉图式观，即警觉是一组有关概念、情境和事件的知识结构。创业平台资源警觉是一

组与在孵企业资源需求、资源获取、价值传递的情境、事件及行动等密切相关的知识结构。从图式理论视角看，创业平台资源

警觉高表征与资源相关图式的丰富性、启动性和关联性强。其中，丰富性是指创业平台洞察资源细节，有明确的资源价值区分

度；启动性是指创业平台资源行为阈值较低，能被弱外部刺激激活；关联性是指创业平台洞察资源间的隐性联系，善于寻找合

适的资源模式。警觉图式将引导、驱动创业平台直接和间接给赋，是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行为实施的认知基础。为此，本文提出

如下假设： 

H2a: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直接给赋具有正向影响； 

H2b: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间接给赋具有正向影响。 

(3)创业平台意义给赋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 

创业平台意义给赋具有资源价值信息传递作用，能够影响在孵企业对资源价值的认知，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环境的异质性，

即信息获取广度和深度不同。根据信息加工理论，在孵企业资源认知形成遵循信息感知、过滤、解释和判断顺序，创业平台直

接和间接给赋将影响以上环节，使在孵企业形成新的资源认知，最终指导其调整现有资源、追加新资源等一系列资源基础构筑

与机会开发行为。 

创业平台直接和间接给赋作用的异质性。创业平台直接给赋通过创业导师和管理人员的面对面沟通实现；创业导师就技术

问题提供辅导，深化在孵企业对技术的理解[5];管理人员就财务税收、工商注册、银行账户建立等商务问题提供辅导，深化在孵

企业对企业运营的理解
[30]

。以上直接给赋方式跨越在孵企业信息获取渠道完成关键信息传递，可以纠正由于信息不足导致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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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偏差，帮助在孵企业形成正确的资源判断，有助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 

创业平台间接给赋通过网络编配方式开展。在孵化网络中，创业平台通过占据结构洞位置具备信息优势，从而奠定了创业

平台间接给赋行为实施的信息基础。创业平台可以承担中间人角色，促进网络中分散成员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26]。这无疑拓展

了在孵企业信息获取渠道，从而影响在孵企业信息输入。与此同时，成员之间基于互补性资源构建深入的合作关系，促进合作

伙伴关系间隐性知识共享[31],推动在孵企业信息加工过程，重塑在孵企业资源结构和心智框架。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创业平台直接给赋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H3b:创业平台间接给赋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具有正向影响。 

(4)创业平台意义给赋的中介效应。 

创业平台是在孵企业创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载体[32],但现有文献对创业平台与在孵企业间的资源价值传递路径探索

较少。创业平台只有将警觉到的资源及其价值传递给在孵企业，才能促进在孵企业机会开发，这是创业平台价值实现的关键。 

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的影响过程中，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起重要传导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意义给赋给

在孵企业带来信息优势和隐性知识共享机会[33]。知识与信息等资源影响在孵企业对资源价值的认知[19],最终指引在孵企业资源获

取与配置。创业平台资源警觉程度决定创业平台资源多寡和配置能力，而资源及其配置能力为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行为实施奠定

了基础。直接和间接给赋共同完成资源价值传递，促进在孵企业机会开发。结合前文所述，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

会开发关系研究中引入创业平台意义给赋这一内在异质要素，可以更好地诠释同一创业平台下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效果差异的原

因。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创业平台直接给赋在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起中介作用； 

H4b:创业平台间接给赋在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起中介作用。 

机会开发类型决定在孵企业资源需求和构筑方向，不同的意义给赋方式会带来差异化资源。模仿型机会开发从提高资源组

合效率、降低成本出发，涉及产品质量持续改进、局部优化等增量创新[27],对资源禀赋新颖性和创造性的要求较低，可以通过借

鉴前人经验和组织学习获取资源
[5]
。相似的机会被反复实践形成大量经验，对规避创业失误、预期偏差、资源浪费起积极作用。

因此，相较于间接给赋带来的多元化关系和异质性资源，直接给赋带来的强关系对隐性知识共享和资源匹配效率具有积极影响，

可以减少网络情境下过度搜寻造成的资源浪费，缓解因吸收能力有限带来的成本控制窘境。 

创新型机会开发是指运用与行业中已有企业截然不同的规则和能力，涉及产品设计、生产和分销活动等技能，形成差异化

优势[27]。该过程对新资源的需要巨大，需要新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支撑[5]。因此，相较来源于创业平台自身资源和强关系下

的直接给赋，依托于网络资源的间接给赋在资源广度、多元化等方面更加具有优势，可以满足创新型机会开发过程中对资源稀

缺性、专业性和新颖性的需求。间接给赋可以帮助在孵企业打破组织资源边界，网络成员深度合作、互补性探索等活动可以降

低创新型机会开发失败率，营造更为自由和宽容的资源环境。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相比于间接给赋，直接给赋对模仿型机会开发的中介作用更大； 

H5b:相比于直接给赋，间接给赋对创新型机会开发的中介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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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概念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研究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问卷发放对象以西安、深圳、杭州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为主，共 15家。调研获得创业平台运营人员支持，调研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月，通过实地调研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进行，调研对象为在孵企业创始人或总经理。为了获取高质量数据，

本文调研对象为在孵企业，原因如下：①研究问题关注在孵企业机会开发；②在孵企业具备客观评价创业平台的能力。 

本次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问卷 229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 192 份，有效率为 83.84%。样本基本特征见表 1。可以看

出，样本企业年龄主要集中在 3～4年(占 35.42%)和两年以下(占 27.08%);企业规模 10人以下的较少，仅占 9.90%;所属行业中，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行业企业数量较多；创业平台以综合性、国家级/国家备案为主。 

2.2 变量测量 

本文采取 Likert5点量表(1～5同意程度逐渐提高),在成熟量表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小样本修订。 

(1)资源警觉。 

现有成熟量表主要有创业警觉量表，包括资源和机会警觉两个部分。在创业平台情境下，创业平台代为行使部分资源警觉

职责，因而借鉴有关资源警觉的部分，参考 Tang 等[34]、刘刚[35]的研究成果，资源警觉测量量表分为 5个题项。 

(2)意义给赋。 

从行为层面看，借鉴胡海青等(2012)的研究成果对直接给赋的测量，通过提问与创业导师、管理人员沟通频繁程度的方式

展开，其中，1=每月不到一次；2=每月一次；3=每月几次；4=每周几次；5=每天几次。借鉴张力[36]、Giudici等[25]的研究成果，

间接给赋测量量表分为 4个题项。 

(3)机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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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Samuelsson & Davidsson[28]、刘佳和李新春[27]的研究成果，创新型机会开发和模仿型机会开发测量量表分别设计为 3

个题项。 

3 数据分析结果 

3.1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相关性分析 

采用 SPSS17.0 检验量表信度和效度，如表 2 所示。经分析发现，KMO=0.801,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为

2066.139,p=0.000,结果符合要求。Cronbach's Alpha 系数均大于 0.70,CR 值均大于 0.7,AVE 值均不小于 0.5,说明量表信度良

好。为消除同源偏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评估，求得未旋转时第一个主成份的载荷量为 21.473%,可见同源偏差不严重。

效度方面，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5,根据理论预测收敛到相应的 5 个因子上，表明量表判别效度良好。根据专家意见对

在孵企业访谈量表进行修正，使其具备较好的内容效度。 

表 1样本基本特征(n=192) 

特征 分类 样本数量(个) 比例(%) 特征 分类 样本数量(个) 比例(%) 

企业年龄 2年以下 52 27.08 企业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技术 33 17.19 

 
2～3年 38 19.79 

 
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26 13.54 

 
3～4年 68 35.42 

 
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61 31.77 

 
4 年以上 34 17.71 

 
其它 72 37.50 

企业规模 10 人以下 19 9.90 创业平台类型 综合性 9 60.00 

 
10～100 人 37 19.27 

 
专业性 6 40.00 

 
100～300 人 59 30.73 创业平台级别 国家级/国家备案 11 73.33 

 
300 以上 77 40.10 

 
省级/省级备案 4 26.67 

 

表 2信效度检验结果 

 
潜变量 显变量 因子载荷 CR AVE Cronbach'α 

资源警觉 资源警觉 RA 1.创业平台非常关注商业信息和动态 0.851 0.889 0.617 0.909 

  
2.创业平台很在意来自外界的反馈 0.809 

   

  
3.创业平台总能发现有价值的资源 0.787 

   

  
4.创业平台能找到看似无关事物之间的联系 0.724 

   

  
5.创业平台对蕴含商业潜质的事物有较强的敏感性 0.749 

   

意义给赋 直接给赋 DG 1.与创业导师沟通频繁程度 0.811 0.745 0.595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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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管理人员沟通频繁程度 0.729 

   

 
间接给赋 IG 1.建立成员的协作参与 0.781 0.890 0.670 0.915 

  
2.鼓励成员探索互补性 0.787 

   

  
3.促进在孵企业交流 0.847 

   

  
4.促成在孵企业与政府、协会等合作 0.857 

   

机会开发 创新型 NO 1.企业创造了性能全新的产品 0.787 0.851 0.656 0.851 

  
2.企业在产品的研制上引入最新理念 0.865 

   

  
3.企业在本行业率先开发或引入全新技术 0.775 

   

 
模仿型 MO 1.企业在试样、包装、服务等方面进行改进 0.917 0.893 0.736 0.895 

  
2.企业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行改进 0.858 

   

  
3.企业对营销方式进行调整与改进 0.795 

   

 

相关性检验如表 3所示，变量间相关系数最大为 0.514,其它各项相关系数均未超过 0.5,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

题。 

3.2 假设检验 

运用 AMOS 和 Mplus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 

(1)模型检验。 

运用 AMOS17.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1、模型 2。其中，模型 1 检验 H1,模型 2检验 H2—H4。在模型 2中涉及多重中介效应

检验，因而选择 Bootstrap法，从原始样本中随机重复抽取 5000 样本进行检验[37],结果如图 2和表 4所示。 

表 3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1.资源警觉 0.785 
    

2.直接给赋 0.226** 0.771 
   

3.间接给赋 0.514
**
 0.104 0.818 

  

4.创新型机会开发 0.297** 0.224** 0.398** 0.810 
 

5.模仿型机会开发 0.267** 0.330** 0.160* 0.127 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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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由表 4 可以看出，对于 SEM1,χ
2/df=2.65 在区间范围内，RMSEA=0.057 符合要求，其它指标除 GFI 指标近似于 0.9,均大于

0.9;对于 SEM2,χ
2
/df=1.77在区间范围内，RMSEA=0.064符合要求，NFI、GFI、TLI、IFI 和 CFI均大于0.9。可见，SEM1和SEM2

均接近或符合标准，因而可认为模型整体拟合情况良好。 

表 4模型拟合指数 

指标 χ2/df RMSEA NFI GFI TLI IFI CFI 

SEM1 2.65 0.057 0.928 0.896 0.939 0.954 0.954 

SEM2 1.77 0.064 0.919 0.903 0.972 0.977 0.977 

理想值 [1,5] <0.08 >0.90 >0.90 >0.90 >0.90 >0.90 

 

(2)直接效应检验。 

通过 SEM1 和 SEM2 检验直接效应，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β=0.24,P=0.003)、模仿型机会开发(β=0.18,P=0.023)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H1a、H1b 得到验证；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直接给

赋(β=0.23,P=0.11)、间接给赋(β=0.35,P<0.001)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H2a、H2b得到验证；创业平台直接给赋与在孵企业创新

型机会开发(β=0.25,P=0.003)、模仿型机会开发(β=0.25,P=0.003)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创业平台间接给赋与在孵企业创新

型机会开发(β=0.24,P=0.002)、模仿型机会开发(β=0.18,P=0.015)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H3a、H3b得到验证。 

表 5直接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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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C.R. P 值 检验结果 

H1a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0.237 0.104 2.973 0.003 支持 

H1b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 0.178 0.106 2.281 0.023 支持 

H2a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直接给赋 0.232 0.870 2.558 0.11 支持 

H2b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间接给赋 0.350 0.098 4.387 *** 支持 

H3a 创业平台直接给赋→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0.254 0.117 2.944 0.003 
 

 
创业平台直接给赋→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 0.251 0.124 2.955 0.003 支持 

H3b 创业平台间接给赋→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0.243 0.083 3.133 0.002 
 

 
创业平台间接给赋→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 0.184 0.087 2.440 0.015 支持 

 

(3)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借鉴 Preacher & Hayes[38]的研究成果，采用三步检验法，从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3 个方面加以评估，结果如表 6

所示。 

可以看出，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因为总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 95%

置信区间不包括 0,总效应等于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且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 95%置信区间包括 0,因而存在完全中介效应。同

理，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的中介效应检验中，因为总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 95%置信区间不包

括 0,总效应等于直接和间接效应之和，且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法 95%置信区间包括 0,因而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虽然以上检验验证了间接效应存在，但还需进一步运用 Prodclin2 对 4条中介路径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可以看出，

4条中介路径的 Prodclin295%置信区间均不包括0。因此，4条中介路径均存在，H4a、H4b得到验证。 

表 6 Bootstrapping 检验的直接、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路径 效应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 显著性 

偏差校正法 95%CI 

Lower Upper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 

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总效应 0.234 0.079 0.005 0.072 0.381 

 
直接效应 0.113 0.088 0.193 -0.058 0.287 

 
间接效应 0.121 0.051 0.007 0.036 0.238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 

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 
总效应 0.127 0.057 0.013 0.091 0.306 

 
直接效应 0.032 0.107 0.760 -0.227 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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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效应 0.095 0.091 0.011 0.032 0.265 

 

表 7中介路径影响效果检验结果 

中介路径 

Mackinnon Prodlin2 95% CL 

Lower Upper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直接给赋→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0.007 0.162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间接给赋→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0.016 0.197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直接给赋→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 0.013 0.189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间接给赋→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 0.017 0.202 

 

运用 Mplus 软件对 H5a和 H5b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8所示。可以看出，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的影响过

程中，直接和间接给赋中介效应相差 0.025,标准误差为0.065,显著性为 0.702,其 95%的置信区间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差距不具

有统计显著性，因而认为两个中介效应在统计上基本相同。同理，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的影响过程中，

直接和间接给赋中介效应相差0.012,标准误差为0.067,显著性为0.857,其95%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差距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因而认为两个中介效应在统计上基本相同，拒绝 H5a和 H5b。 

表 8中介效应显著性 Bootstrap检验分析结果 

中介路径 Estimate S.E. 
Two-Tailed 

P-Value 

95% CI(Bootstrap with  

bias correction) 

Lower Upper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间接给赋→ 

在孵企业创新型机会开发 
-0.025 0.065 0.702 -0.124 0.141 

创业平台资源警觉→直接给赋→ 

在孵企业模仿型机会开发 
-0.012 0.067 0.857 -0.127 0.166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1)创业平台资源警觉对在孵企业创新型和模仿型机会开发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创业平台在资源扫描、联接与价值判

断中处于优势，因而可以利用资源警觉的积极作用促进在孵企业机会开发。这与学界主流研究结论一致[5]。创业平台既需要警觉

模仿型机会开发所需的通用资源、行业经验，又需要警觉创新型机会开发所需的新颖性、专用性资源。这一研究结论为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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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平台竞争优势来源提供了实证支持，亦与实践相符，即孵化产业中综合性和专业性创业平台均占据独特的、难以替代的竞

争生态位。此外，本研究为创业平台构建思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不能仅看到专业性创业平台的技术专精优势而忽略综合性创

业平台在资源广度方面的优势，需要分别构建专业性与综合性创业平台以满足企业差异化需求。 

(2)意义给赋中的直接和间接给赋，在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创业平台需要将警觉到的

资源价值传递给在孵企业，从而实现机会开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意义给赋在二者间起中介作用，且意义给赋的

两种方式，即直接和间接给赋，均发挥积极中介作用。直接给赋是通过面对面交流实现的，依赖于创业平台自有资源，如管理

团队、创业导师等；间接给赋是通过网络编配实现的，依赖于松散耦合的组织间关系。以上研究表明，创业平台既可以通过组

织内部权力链发挥稀缺性资源作用，也可以通过组织间关系发挥互补性资源作用。 

(3)对于模仿型和创新型机会开发而言，直接和间接给赋的中介效应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异。主流研究认为，直接给赋

带来的知识和经验更有利于模仿型机会开发，而间接给赋带来的多元网络资源更有利于创新型机会开发。本研究发现，创业平

台直接和间接给赋的中介效应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可能原因在于，本研究样本中，国家级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备案众创空

间的比例较高，上述创业平台的资源能力高于平均水平，且专业型创业平台占比较小，直接、间接给赋方式都能提供创新型和

模仿型机会开发所需资源，因而不会导致差异。 

4.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1)揭示创业平台资源行为认知机理，弥补了以往研究不足。有别于现有研究仅关注创业者认知偏差，本研究从创业平台资

源警觉展开，丰富了二元框架下创业平台研究体系，结论有助于学术界明确创业平台组织角色，深化对创业平台孵育机制的理

解。 

(2)揭示创业平台意义给赋的两种方式，解释了以意义给赋为中介变量的内部作用机制，拓展了已有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创

业平台与在孵企业关系，引入变量意义给赋，使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与在孵企业机会开发间的关系链更为清晰。 

本文结论对于创业平台明确组织角色、优化服务和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为了帮助在孵企业实现机会

开发、提升创业成功率，创业平台应明确资源警觉角色。第一，为了加强外部资源环境扫描与搜索，创业平台应成立外联部门

或设立地区办事处，由专职人员负责与行业龙头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地方协会接洽，丰富创业平台资源来源；第二，为了

推动创业平台识别资源价值、对接内部需求，创业平台需要提升挖掘资源潜在关系的联系联想能力、见微知著能力；第三，为

了优化创业平台资源配置、提升孵化资源利用率，创业平台需要精准对接供需双方，尤其在高度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的环境下。 

同时，为了提升创业平台孵化资源配置效率，创业平台应灵活运用直接和间接给赋两种方式。对于直接给赋，创业平台应

加强内部员工培训，培养员工技能，如提升员工语言沟通能力、共情能力等；对于间接给赋，创业平台应提升组织与协调能力，

如举办沙龙、大型会议等组织能力，以及复杂情景下的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需要调动在孵企业参与平台活动的积极性。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影响创业平台资源警觉作用发挥的结构类、环境类限制条件和适用范围尚不清晰，后期可以考虑其它变量对资源警

觉的影响。 

第二，在孵企业机会开发是动态过程，横截面数据不能反映不同阶段的企业差异化资源需求，后期可以采用纵向案例研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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